
百年中国农民城市梦的审美嬗变

张丽军

百年来中国农民与城市处于一种复杂的

历史纠结之中。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，古老

的乡土中国开启了一种被动性的、后发现代

化的历史进程。割地赔款、开放港口、贸易往

来、公共租界等过程中，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

历史的、具有新质意义的现代城市空间同步

出现，并成为中国现代化内质的重要部分。
最初被迫开放的港口———上海、广州等

则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城市，大大不同于前

现代的 中 国 城 市，也 不 同 于 西 方 的 城 市。
“中国古代的城市是政治与军事的中心，经

济只是在城市主要功能基础上衍生的附加功

能，没有体现出城市与乡村质的差别。这就

决定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是紧密而又具

体的，它们之间形态上的对立被经济上的千

丝万缕的联系所消解了。”①在人员流动上，

费孝通曾经论述过，乡土中国的知识精英从

乡村来到城市，最后是要告老还乡、回馈桑梓

的，是一种正面的双向流动。农民、农村与城

市是和谐的、互动的、连为一体的。西方的城

市历史有着一个较为漫长的资本积累、自由

贸易和商业文化的发展过程。城市是文明、
理性和自由的堡垒。但是，中国的现代城市

的萌生并不是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成熟而自然

出现的，而是被动发生的，畸形、先天不足的，

有着吸附中国乡村经济血脉、盘剥中国农民、
打破乡土中国伦理文化的剥削、寄生的原罪。
在百年的中国现代化、城市化进城中，中国农

民付出了巨大的历史牺牲，成为被剥削者、被
改造者乃至被遗弃者。百年中国文学史中的

农民形象，在城市审美文化视域下，无不具有

着鲁迅笔下人物的愚昧、麻木、精神不觉悟的

痛心记忆，即使是沈从文式的湘西天人合一、
田园牧歌叙述也渗透着浓浓的挽歌式伤感。

一九四九年，无疑是中国农民与城市关

系的 一 个 转 折 点。新 中 国 胜 利 的 革 命 军

人———昔日的农民以一种政治进城的方式，

开启了农民与城市关系的新方式。城市，由

原先罪恶的渊薮开始向创造财富、自由、活力

的社会主义新空间转变。“空间是社会性

的: 它牵扯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，亦即性别、
年龄与特定家庭组织之间的生物—物理关

系，也牵涉到生产关系，亦即劳动及其组织的

分化。”②随着新中国一九五○年代经济形势

的恶变，农民与城市间除了经济障碍、文化障

碍之外，一种新的政治障碍出现了———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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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籍制度牢牢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。直至新

时期经济改革，当代文学才出现了《陈奂生

进城》这样的“进城文学”，出现了《到城里

去》、《平凡的世界》、《浮躁》等进城农民悲喜

交加的命运跌宕。随着一九九○年代市场经

济的兴起和中国农村的空心化，数以千万计

的农民工出现在城市的街头，一种从未有过

的农民工潮涌现在陌生的城市里，成为百年

来中国农民城市梦之交响曲的高潮。
与中国现代化相伴而生的中国现代文学

以一种深情关切的目光久久地凝视着这群现

代化的弃儿，以不同的审美姿态和审美理念

展现着乡土中国这一最大群体在现代化、城

市化过程中的喜怒哀乐。从某种意义上而

言，农民的城市寻梦史，就是一部乡土中国现

代化的跌宕起伏的心灵史。本文拟以老舍的

《骆驼祥子》、苏童的《米》和贾平凹的《高

兴》为例，考察和总结中国农民到城市寻梦

的三种不同结构方式，展现百年来农民与城

市的复杂历史纠结，思考新世纪语境下中国

农民城市梦的新可能性。

一、“以善抗恶”: 祥子与城市的对

峙和覆灭

老舍先生的《骆驼祥子》是旧中国乡下

农民进城后，与城市空间发生关系、最后被

“罪恶”之城吞没的悲剧人生缩影，充分显现

了乡村文化伦理与城市欲望化存在之间的巨

大缝隙。
一九三○年代中国工业化、城市化进程

获得较快发展。祥子原本是一个农民，由于

父母双亡、失去土地而来到城市寻求生存的。
在做过众多卖力气的事后，祥子选择了靠自

己寻苦挣钱的拉车工作。发达的肌肉是穷人

唯一可靠的生存力量，而且也赋予了祥子一

种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自尊。祥子的优质身

体以及他对自己“身体”的欣赏，确立了他的

未来生活资本、方式和目标———自食其力的

本分生活，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。这是一

种源于乡村文化伦理的、本分朴素的、善良的

生活理念; 但是，这也是一种笨拙的、脆弱的、
乃至是危险的生活方式，因为它与资本的、剥
削的、流动的城市商业文化理念恰好相反。
因而，祥子的城市生活梦一次次被打断，买车

的理想一次次遭遇挫折。正是祥子的保守、
固执、不懂得变化的个性使他不能及时调整

自己的拉车路线，在别人( 深知城市内部的

各种不可知、不可控因素的人) 不敢去的地

点上，栽了跟头。
祥子第二次挫折更进一步展现了他与城

市的不适应、不相融关系。在曹家拉包月的

时候，曹家佣人高妈就劝过祥子把钱放出去，

钱就会下钱; 或者起个会，马上就可以买辆

车; 即使不放出去，方太太建议他“立折子”
储蓄。但是祥子都没有听进去，而把钱放进

买来的储蓄罐里保存。这说明祥子骨子里不

相信城市，没有融于城市商业文化理念。正

是这种不信任、与城市文化的不相融，为祥子

带来了一次沉重打击和更为严重的后果———
不仅钱丢了，而且不得不跟着虎妞回到车厂，

进入了虎妞设置的圈套，被牢牢束缚于悲剧

命运之中。祥子在这个异质化的空间里，愈

陷愈深，不仅没能买上车子，反而自己的身体

也被好逸恶劳的虎妞———城市剥削文化的代

表———俘获了，成了一个偷娘们的、心灵上有

污点的人。
拯救小福子，成为祥子洗涤污点、自我救

赎的妙药。尽管城市一次次对祥子显现出狰

狞的面目，但是祥子依旧渴望做一个身体干

净的、内心清白的人，依旧想找回原来的自

己。与曹先生再次重逢，祥子获得了一种新

的希望: 去找小福子，以前的一切一笔勾销，

两个地狱中的人将要抹去泪珠而含着笑携手

走进一个新天地。然而，罪恶的城市魔鬼没

有给祥子一个笑脸。小福子因为不堪忍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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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白房子”的非人折磨而上吊自杀了，祥子的

刚刚鼓起的希望的风帆被这个噩耗扯得粉

碎，祥子觉得没救了。在那文化之城，祥子变

成了走兽，与城市恶魔同质化: 他嫖，他赌，他

懒，他没了心，坠入了肉体与精神毁灭的城市

深渊。
祥子的城市悲剧，展现了乡村文化和城

市文化的伦理对峙。显然，来自于大地伦理

的乡村之善抵御不了城市之恶。

二、“以恶抗恶”: 五龙与城市的仇

恨和征服

苏童《米》中的五龙是因为饥荒而被卷

入城市的。祥子在城市中选择了乡土伦理文

化的善良、本分、勤劳等品质来立足于城市，

却被城市之恶所吞噬; 自幼生长于乡村的五

龙继承乡土伦理文化的另一面，即以狡黠、无
赖来回应城市之恶，以恶抗恶，“征服”了城

市。
五龙咀嚼着最后一把生米来到城市，看

到了众多像狗一样卷缩生存的进城农民和花

花绿绿的广告、搔首弄姿的女人，“这就是乱

七八糟千奇百怪的城市，所以人们象苍蝇一

样汇集到这里，下蛆筑巢，没有谁赞美城市但

他们最终都向这里迁徙而来。”①五龙与城市

关系以一种奇异的、侮辱的方式开始。五龙

鬼使神差地跑到了城市的毒瘤———码头帮的

虎穴之中，受到阿保等人的侮辱———向他们

每一个叫“爹”，换取食物。孤儿长大的五龙

竟然在城市毒瘤那里有了一个“爹”，在强烈

的讽刺意味之中暗含着五龙对这个异质化、
恶魔般的城市空间的对抗姿态和生存方式的

选择———这个不失淳朴乡村伦理文化的城市

孤儿投靠上了城市罪恶之“爹”，以恶抗恶，

来攫取在城市的生存空间。
如《高老头》中的拉斯蒂涅经受了人生

三课一样，来到城市的五龙先后遇到了码头

帮的阿保、大鸿米店姐妹和吕六爷，从他们那

里接受了人生三课的教育。码头帮的阿保给

予了五龙在城市的人生第一课———城市是强

盗、无赖、流氓者的世界，是一个侮辱和诋毁

人生命尊严的世界。米店老板女儿织云给予

了五龙人生第二课———性与欲望化的世界。
“织云半掩半露的乳房向五龙展现了城市和

瓦匠街的淫荡。这是另一种压迫和欺凌。五

龙对此耿耿于怀。入夜他在地铺上辗转反

侧，情欲象一根绳索勒进他的整个身体，他的

脸潮热而痛苦。”②对于五龙这样的城市底层

而言，性欲望只能处于被压抑的状态，但是他

却时时承受着处于来自身边的织云的性暗示

和性挑逗。这构成了一种来自身体内部的压

迫，进而化为另一种对城市的仇恨。五龙不

得不时时掩藏这种欲望和仇恨，“五龙害怕

别人从他的目光中察觉出阴谋和妄想，他的

心里匿藏着阴暗的火，它在他的眼睛里秘密

地燃烧。”③吕六爷是这个城市的地头蛇。五

龙从织云被抛弃的不幸中，看到了吕六爷的

种种权势、狡诈和血腥，完成了人生的第三

课。
阿宝的精神侮辱和织云的淫荡，使五龙

处于精神和生理的双重压迫之中，激发了五

龙生命内部的邪恶来对抗和报复城市。“城

市侮辱了他，也磨练了他。正是在城市的欺

凌和打击下他的生存意志得到强化，而仇恨

的烈火也熊熊燃烧起来。他要报复和占有这

个城市。”借六爷之手杀死阿保之后，五龙开

始与织云通奸，“米的清香和女人下体的腥

味，在他的肮脏的手掌上，两种气味得到了奇

妙的统一。”④在五龙那里，一方面葆有着乡

村文化的淳朴与狡黠，另一方面五龙又能从

乡村文化的狡黠中打通连接城市邪恶文化的

渠道，在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之间游刃有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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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龙借刀杀死阿保、占有米店姐妹、爆炸吕公

馆等一系列报复城市的活动，充分显现了五

龙身上乡村文化的无赖、狡黠与城市罪恶文

化中的仇恨、暴力的奇妙融合。五龙“由都

市的‘儿子’变成了都市的‘父亲’。不可一

世的都市被他占领了，征服了。”①

在实现复仇、“占领”城市的同时，五龙

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城市也以自己的方式

对五龙做出了报复: 他的一只眼睛被冯老板

抓瞎了，盛满生命强力的身体被城市病———
梅毒侵蚀腐烂。城市不仅以一种有形的生理

病菌残害五龙的身体，而且还以一种无形的

精神病菌侵蚀乌龙的精神，给予这个曾经淳

朴的乡下男人以残暴、淫乱、拜金的霉菌。五

龙心甘情愿的打掉自己牙齿换上一副金牙，

这不仅是向城市拜金文化举手投降，而且是

成为一条没有牙齿的无能之龙的精神隐喻。
“他玩弄了都市，都市也玩弄了他，他占

有了都市，都市最终又吞没了他。”②五龙以

恶抗恶，选择乡村文化伦理中的狡黠、无赖的

一面来应对和回答城市的残暴、血腥、淫荡。
五龙在看似征服城市胜利的背后，无形之中

被城市罪恶母体所吞噬。“在我的身上到处

都有他们留下的伤痕，他们就这样把我慢慢

地分割肢解了。”③

五龙是不臣服城市的，依然抗争，只不过

开启了来自乡村文化伦理的善良、淳朴、宁静

的另一支脉———来自大地、故乡以及清香大

米的召唤，开始了回归乡村、灵魂安宁的精神

之旅。

三、“以善寻善”: 高兴与城市的平

等对话

正如乡村伦理文化的两面性一样，城市

文化同样具有邪恶和文明的两面。但是，以

往的中国现代文学过多的是揭示城市的邪恶

与原罪。对于现代中国城市的畸形特征，这

种审美呈现自有它的合理性一面。但毫无疑

问的是，城市还有理性、平等、自由的现代文

明一面。遗憾的是，从《骆驼祥子》、《米》直

至新世纪中国文学在对城市审美想象的时

候，充斥着大量对城市的罪恶性想象，而缺少

真正意义的中国城市文学。正如刘剑锋先生

所言，“城市和乡村的描写，……但在中国现

代作家这里，它们则是两个具有高度象征意

义的对立意象，是具备了对立资格的两个文

化单位因而具有了两种文化冲突的性质。认

同乡村，期望乡村获胜，正是中国现代作家对

于这种冲突的总解答，这一选择，使得中国现

代作家始终只能徘徊在现代城市文明的大门

之外，也徘徊在现代的审美世界之外。”④这

是中国现代作家惊不破的“桃源梦”，对中国

作家和文学带来了极大的思想局限。可喜的

是，当代作家贾平凹的《高兴》在很大程度上

打破了这一审美思维模式，创造出了一个自

觉 认 同 城 市 文 化 的、具 有 新 质 的 农 民 形

象———刘高兴，展现了乡土中国社会巨变下

当代中国农民的心灵嬗变史。
与祥子的固守乡村伦理文化、五龙激活

乡村伦理中的狡黠、无赖文化不同，贾平凹塑

造的刘高兴形象创造性化用了乡村伦理文化

的富有现代活力的部分，寻觅到了一条中国

传统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相通的精神通道。
在城市化浪潮的裹挟下走出乡村的刘高兴，

其自觉的城市认同和独立主体意识并不是孕

育于西方现代文化，而是萌生于中国传统文

化具有现代活力的精神基因。支撑刘高兴的

在城市思想独立、与城市文化对话的精神源

来自农村: “农民咋啦? 再老的城里人三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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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代前还不是农民?! 咱清风镇关公庙门上

的对联写着: ‘尧舜皆可为，人贵自立; 将相

本无 种，我 视 同 仁’。”①“王 侯 将 相 宁 有 种

乎?”中国传统文化同样有着人本平等、人贵

自立的平等意识和独立精神，刘高兴正是从

清风镇庙门对联汲取传统文化富有活力的营

养部分，以此来构建一个进城农民的现代主

体意识。
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基因中汲取现代意

识，恰恰是刘高兴这一农民形象身上所赋有

的重要文化内涵。这是新世纪语境下乡土中

国文化自我孕育、生长出来的自觉认同城市

的现代农民形象，迥异于阿 Q、祥子、五龙等

以往乡土中国农民形象。刘高兴正是以这种

人本平等、人贵自立的乡土文化“善因”，在

城市这个异质化、陌生化( 在高兴的同伴五

富看来城市是令人恐惧的猛兽) 的现代空间

里，开始了与城市平等对话的新生活方式，寻

觅到了城市的现代之美和文明之善。刘高兴

不吝惜钱去欣赏芙蓉园，在广场上吹起了

《二泉映月》，能注意到烟影是黄的，有着带

萧捡垃圾的“雅兴”，会欣赏西安城上空一疙

瘩一疙瘩的云，并把它们想象成无数的玫瑰

满空开绽。刘高兴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想象

力:“环境越逼仄你越要想象，想象就如鸟儿

有了翅膀一样能让你飞起来。”②

事实上，如何面对城市，是每一个进城农

民必须思考乃至于焦虑的问题。在新中国的

城乡二元体制下，许多农民依然对城市充满

了梦幻般的向往。到了二十一世纪，城市对

中国农民而言，依然是一个异质性的、而又充

满无比诱惑力的矛盾体。但是，对刘高兴而

言，城市更多的是生命新生的蜕化之地。刘

高兴遵从城里人的称谓，训导五富到城里了

就说城里话。“咱既然来西安了就要认同西

安，西安城不像来时想象的那么好，却绝不像

是你恨的那么不好，不要怨恨，怨恨有什么用

呢，而且你怨恨了就更难在西安生活。五福，

咱要让西安认同咱，……你要欣赏锃光瓦亮

的轿车，欣赏他们优雅的握手、点头和微笑，

欣赏那些女人的走姿，长长吸一口飘过来的

香水味……”③城市在刘高兴的眼中显现着

文明的镜像: 明亮、优雅、美感、时尚。刘高兴

骑自行车开始全面认知城市，“我要变成个

蛾子先飞起来。”④

刘高兴在从“青虫”向“娥子”的文明转

变过程中，开始了极为成功的城市化生存。
刘高兴临危境而不慌乱，成功规避违法的风

险，而且成为更弱势农民的保护者和见义勇

为的英雄。即使在与城市富有阶层的代表者

韦达交往中，刘高兴不卑不亢，始终抱有平等

意识，体现了进城农民刘高兴自我主体精神

的成长和对生命尊严的自我珍视。进城后的

各种“苦难”不仅没有给他自卑感，反而使他

“高兴”、磨练他成长。刘高兴以自己的乡村

文化伦理之善来寻觅城市文化之善，发现城

市之美，展现了一种积极的、“一定要现代”
的、认同现代性的人生态度和精神态度。这

里面有乌托邦的因素，也隐含着自我的幻觉，

但我们从中确切地看到了主人公和城市文化

的平等对话与寻“善”觅“美”的精神愉悦。

四、“车”、“米”、“肾”、“垃圾”: 农

民城市梦的物质性隐喻

优秀的小说不仅体现作者深刻的生命体

验，传达丰富的思想意蕴，还要有独特的审美

意象。《骆驼祥子》、《米》和《高兴》作为优

秀小说，都创作了独特的审美意象。这里选

取小说中的“车”、“米”、“肾”和“垃圾”意

象，来分析其对农民城市梦所呈现的物质性

隐喻。
“车”在一般意义上，是城市的便捷交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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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具，是车夫们的赖以为生的工具和生活方

式。但是在祥子那里，“车”是生命中的“宗

教”，是最原始意义的身体自然延伸部分，是

与祥子生命合二为一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可

以为祥子提供最可靠生存保障的“土地”。
祥子对“车”的依赖，不仅是生计意义的，而

且还是生活方式的选择、内心文化认同的问

题，因而，这是一种文化依赖、精神认同。祥

子在城市中讨生活，但在内心深层世界还是

以一种乡村文化伦理来处理自己与城市的关

系，寻求一种农民与土地般的生活方式和自

食其力、独善其身的生活理念。
这种对“车”的精神依恋注定了祥子城

市梦的悲剧。因为对城市而言，祥子的车子

只是千百辆黄包车中的一辆而已，随时可以

更换，乃至于被其他更先进的交通工具取代。
悲哀 的 是，《骆 驼 祥 子》中 祥 子 的 每 一 辆

“车”，对于祥子而言都是独特的，都是浸透

了生命的汗水与血泪，都是不可缺失和替代

的。但是，城市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侵吞了

祥子的“车”，使得祥子从身体、情感到灵魂

受到一次甚比一次的创伤，终至走向精神崩

溃、自我毁灭的深渊。老舍先生正是抓住了

“车”这个祥子的“魂”，而展现了农民在城市

的“以善抗恶”的苦难心灵史。
与“车”一样，“米”对于五龙来说，已经

从原初的救命之物，渐渐转向了一种对抗城

市淫秽与罪恶的“最后之物”，成为涤荡五龙

腥秽、寻归生命故乡、寄托五龙灵魂的精神

“洁物”。五龙带着唯一的一把生米而来，最

后带着两车生米而去。在这来去的中间，却

有着撕裂身心的精神痛楚和一段“英雄”般

的、征服城市的传奇。“米”对于五龙和城市

而言，其内涵是不一样的，正如车子对祥子和

城市不一样。“米”仅仅是城市人进行淫荡、
杀戮、仇恨的获取力量的新陈代谢物，仅此而

已。没有人像五龙那样嗅出米的清香，洁净

自己的心灵，追寻一种善良、淳朴的美德。悖

论就在这里，在米店这个“米”的汇聚地，五

龙这个懂得“米香”、“米德”的进城乡下人，

却弃之而不顾，做出了一系列通奸、阴险、毒

辣的行为。五龙在报复城市的同时，心中也

盛满了城市交给他的邪恶。只有置身米中，

五龙的身心才能得到彻底的释放。“倚靠着

米就想象倚靠着一只巨形摇篮，他觉得唯有

米是世界上最具有催眠作用的东西，它比女

人的肉体更加可靠，更加接近真实。”①乃至，

五龙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怪癖———在米仓里睡

觉、与女人们交媾都要把米置入异性下身之

中。
在五龙看来，自己在城市虽有罪恶行为，

但那只是他的假身，他的真身还留在枫杨树

故乡呢。何者为真，何者为假? “米”在城市

散发的清香，正是五龙在城市里的“假身”回

去寻找自己生命“真身”的精神“味迹”。
与祥子、五龙不同，刘高兴是自觉认同城

市的。自我认同不是单向建构的，而是在一

种反馈式的关系结构中完成。刘高兴的城市

认同不仅没有得到高高在上的“城市人”认

可，即使身边的“同阶层伙伴”也给予嘲讽、
质疑与否定。然而，刘高兴依然对自己的城

市认同有着高度自信，就是因为自己与城市

有一个重要的实质性关联: 自己的肾卖给了

城市。“一只肾早已成了城里人身体的一部

分，这足以证明我应该是城里人了。”②

“车”、“米”对于城市人而言，是一种外

在性物质，然而“肾”却是城市人生命的重要

器官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生命部分。因而，刘

高兴认为自己与城市具有一种内在性的生命

关联，一种不可分割的精神联系。刘高兴遇

到了城里的富商韦达，认为他就是拥有自己

另一个肾的人。但后来，刘高兴知道韦达移

植的是肝，而不是肾。刘高兴认同城市的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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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实体性关联，却被证明为虚假。刘高兴与

城市的内在性关系受到毁灭性打击。“肾”
神话的破灭使刘高兴的城市认同出现了一种

新的危机。
在现代城市中，空间具有“生产关系”的

功能。“既然社会空间也是被使用或消费的

产品，它同时就是一种生产方式。”①这个现

代性的空间把人分为三六九等，产生一种凌

驾于农民之上的“城市意识形态”。进城农

民不仅要遭受种种盘剥，而且还要遭受生命

尊严的侮辱和精神的伤害，处于不平等的社

会关系中。刘高兴和五富从事捡“垃圾”的

活计，具有强烈的隐喻意味。对于垃圾的性

质，小说《高兴》漫不经心借用小孩子的口，

说出了“不要动垃圾，垃圾不卫生!”的话语。
刘高兴说过自己在城市中的存在: “哦，我们

是为破烂而来的，没有破烂就没有我们。”②

刘高兴就是垃圾伴生物。“垃圾不卫生”，垃

圾伴生物的性质自然也是“不卫生”了。“垃

圾伴生物”是进城农民在城市中国存在的隐

喻性描述。

结语

面对城市的盘剥、凌辱，乃至精神伤害，

祥子、五龙和刘高兴以“以善抗恶”、“以恶抗

恶”和“以善寻善”的方式进行抗争与自我救

赎，带来了不同的历史结局: 祥子被城市吞

噬，五龙虽然占领与征服了城市却也难逃被

城市罪恶同质化的同归于尽的悲惨结局，至

于刘高兴在经历了一系列生存苦难、情感痛

苦和精神打击之后，重新鼓起勇气，对城市的

自我认同之心不改，继续钟情于城市，其城市

梦是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局。
比较于祥子这样一个父母双亡的、自暴

自弃的城市弃儿而言，五龙和刘高兴在生命

中最困难的时刻都想到了精神的故乡。“我

已经认做自己是城里人了，但我的梦里，梦着

的我为什么还依然走在清风镇的田埂上?”
对于刘高兴而言，那个清风镇故乡只是出现

在梦中，只是一个精神的故乡而已; 他的“真

身”则继续留在城市。尽管有祥子、五龙等

人城市生存悲剧性结局的前车之鉴，但刘高

兴还是决意探寻一种真正的城市生活，开辟

属于自己的城市空间。
祥子、五龙与刘高兴与城市的人生博弈，

无论是输赢，是欢乐还是悲哀，是仇恨还是认

同，都已经化为一种宝贵生命经验和审美资

源，都将在一代代新世纪的中国农民和中国

作家那里得到延续。事实上，中国农民的城

市寻梦史，不仅仅是异质化的空间变迁问题，

也不仅仅是落后与先进、愚昧与文明的问题，

更深层的是一个乡村文化伦理和城市文化伦

理的交往融合问题。进城农民不仅面临着生

计问题、欲望问题、身份问题，还有着一个更

深层的文化认同、精神归属和存在理念的转

化与蜕变问题。毫无疑问，《高兴》中的刘高

兴自觉认同城市、从乡村文化伦理寻找与城

市文化伦理相通的精神渠道并进行现代性转

换，已经昭示着中国农民城市梦的一种新的

架构模式和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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